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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团移民的自救与抗争

—以动荡社会的灾民自救为中心考察

鲍田原
（齐鲁师范学院  工会，山东  济南  250200）

摘要：清朝咸同年间，曹州、济宁灾民组织自救，流徙到微山湖西岸领垦湖荒发展生产，组织团练武装

自卫。在社会动荡的环境中，湖团长期被地方官府疑忌、土著嫉恨和各类民变暴力集团掳掠，生存受到严重

威胁。他们举绅衿为领袖，借团练之机自我武装，武装对抗来自各方的威胁；同时尽民本分，与官府良性互动，

听调助剿，捐纳钱粮，树立忠于清廷的良民形象，由此化解了几次被驱逐的危机；对内实施自治，建立管理

制度，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力量，最终在同治五年得到清廷准予所垦地亩永世为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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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团移民是清朝咸同年间到微山湖西岸领垦

湖荒的曹州、济宁灾民。当时正值天下解纽，社

会处于大动荡时期，经济濒临崩溃，底层百姓生

存艰难。当时鲁南、鲁西南地区民变抗争风起云

涌，湖团移民处于官府与民变集团的夹缝之中，

为保护领垦的湖田等生存资源，他们采取与官府

合作，武装对抗各类侵扰势力的生存策略，最终

实现了自救与发展。

当然，湖团的这种生存策略不是谋后而动的

主动选择，而是迫于动荡社会环境的一种无奈之

举。曹、济灾民合法领垦了湖荒，获得了维持生

存的基本资源，在其中绅衿的领导下，为保护家

园，他们以团练的形式，以灾民的身份，与官府、

社会互动，无论生存多么艰难，他们始终没有

跨越民变的界限。这与同时期幅军、捻军等民

变群体及土匪盗寇所选择的暴力劫掠的自救方

式完全不同。反观这一史实，有助于比较全面

地认识动荡社会环境中乡村百姓自救、生存和

发展的问题。

一、移民背景——天下解纽，民变迭发

清朝咸丰及同治朝前期全国范围内民变迭

发，特别是处于太平天国、捻军活动的江淮地区，

社会动荡尤烈。湖团所处的微山湖西岸处于苏鲁

交界地区，毗连安徽、河南，是太平军、捻军北

上南下的孔道。当时兵燹连年，水、旱、蝗等灾

害迭发，赋役日重，百姓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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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侍郎罗惇衍奏，风闻江苏之清河、宿

迁、邳州、山东之滕县、鱼台、嘉祥等处，民多

饿殍，尸骸遍野……上年丰工未经合龙，山东、

江苏交界处民多流离。”[1] 此后，社会经济崩溃，

大规模民变集中爆发，社会动荡加剧。同治七年

曾国藩分析社会持久动荡的原因时说：

凡流寇所以日聚日众，非良民皆乐于从

贼也。只因贼骑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种；

百里废耕，则百里之民从贼偷活；千里废耕，

则千里之民从贼偷活。今凤、颖、徐、泗、归、

陈等郡，几于千里废耕，而官兵又骚扰异常。

致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惨。[2]924

农耕事业的破坏，饥饿迫使百姓走向反叛之

路，以致苏鲁交界的幅军、曹州长枪会、邹县白

莲池教军、捻军、土匪等民变集团为获得生存资

源，相互勾连，不断过境微山湖地区，掳掠湖团，

社会秩序彻底破坏，地方官府已经无力维护基本

的统治秩序。咸丰四年至九年丰县县衙长期被捕

役等恶势力把持，暗中勾结捻军，劫掠百姓，知

县成为傀儡；咸丰十年，峄县知县提空名居城中，

号令不能出县署，钱粮杂税任由民变组织征收。

此时，鲁南、鲁西南地区成为官兵攻剿土匪、堵

截捻军的重点地区，地方营勇、民团、曾格林

沁的马队、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淮军等在此地

区迭相纵横，民变者尸积盈谷、血流赤河的事

件遍及周围地区，村落为墟，田园荒芜。民变

集团被基本镇压后，山东巡抚阎敬铭在同治三

年五月向朝廷汇报了巡察泰、兖、沂、曹、济

各属地方的情况：

沂属原为幅、棍各匪伏匿出没之区，小

民荡析离徙，受害最烈……自蒙阴以抵兰、

费，以北之境尚有居民，……以南之境半皆

逃亡，田产蒿莱在野，屋舍为墟。……以及

郯城边界，百里而遥途无行辙，野少居人，

惨不忍视。……由沂赴兖，经峄、滕、邹、

泗之境，焚扰情形，约与沂属南境相似，民

人亦鲜复业，田土亦多荒芜。……由济赴曹，

……其地皆平原旷野，是以捻踪阑入，无可

堵截，居民筑圩自固，尚少流离。至定陶、

成武、郓、钜、菏泽等处，黄水漫流，时虞

浸灌。大约曹州一属，受兵之祸浅，受水之

祸深。缘十年、十一年间，捻匪方炽，郓、钜、

定陶民情浮动，均已树旗为贼，遍地贼踪，

迨僧格林沁大军抵济，始皆一律贴服。[3]45

社会处于碎片化状态，乡村社会趋于武装化，

官府以暴制暴，官民的暴力对抗为常态。同时，

湖团移民与土著为争夺湖田同样迭发血案，连遭

当地官兵镇压，侯团、新团被剿逐，南王团、刁

团被资遣，其中新团被剿杀千人之多①，整个湖

团长期处于被地方官府疑忌、土著嫉恨的社会环

境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湖团以团练的组

织形式，自我武装，自觉与官府合作，武力抗击

各种侵扰，保护家园；对内实施村社自治，发展

经济，兴办公共事业，在不断对抗中立足于微山

湖西岸南北二百多里、东西二三十里或三四十里

的地区，最终落地生根，实现了自救和发展。

湖团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年间对微山湖西岸移

民组织的称呼，进而演化为称呼湖团所在的地区，

最终发展为既指当地的移民组织也指移民地区的

名词，至今民间仍有“团里”“湖里”之称。这

片土地使灾民免成饿殍，得以自救，重建家园；

这片土地也使灾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坚定了他

们本分为民的生活信心。

二、移民自救——领垦湖荒，再建家园

微山湖西岸的铜、沛地区毗邻山东，民间交

流多，“咸丰元年（1851 年）辛亥，河决蟠龙集，

难民流亡于巨境甚多。”[4]66 随着微山湖西岸湖

淤的涸出，巨野百姓已经有人陆续去徐州境内占

地垦荒。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决口兰仪，

鲁西南地区受灾严重，无法耕种，在九月，巨野

人唐守忠、王孚率领大批灾民到微山湖西岸占地

垦荒自救。此后，他们家乡百姓受到鼓舞，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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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联族涌向这片广阔荒野，结棚为屋，垦淤为

田。起初，地方官府心存疑忌，试图驱逐，但难

以奏效，灾民反而越来越多，最终官府妥协，准

许灾民留住垦荒，缴价输租以裕军饷。咸丰七年

（1857 年），官府初设立湖田局，出示招垦，领

垦湖荒合法化。曹州、济宁属县灾民领垦者日多，

分段垦种，逐渐在北跨鱼台南迄铜山的濒湖地区

形成了一个个村落。为分清移民与当地土著的界

限，减少冲突，徐州道饬令在交错之地修筑长堤，

被称作“大边”，形成“边里”“边外”两个界

限分明的土客区域。移民领袖响应官府倡导，团

练移民，立团自卫，以团董之姓命名，自北而南

形成了任团、魏团、北王团、唐团、北赵团、南

王团、于团、睢团、南赵团、侯团（1859 年后为

刁团）及其位于北王团、唐团西邻成立时间较晚

的新团，因处于湖滨，被统称为“湖团”。

咸丰七年，河督庚长委派人员勘丈湖田，北

赵 团 125.45 顷、 唐 团 820.15 顷、 北 王 团 250.81

顷，同治五年曾国藩委员复丈刁团 123 顷、南王

团 618 顷、新团 500 余顷；南赵团、睢团、于团

459.1 顷；同治三年山东巡抚对鱼台县境湖团丈

地编籍，任团、魏团垦地 278 顷，湖团共计垦种

3174.51 余顷②。

关于湖团移民人数，传世资料表述比较笼统，

只有三处数据相对确切，一是同治三年（1864 年）

山东巡抚奉旨勘丈鱼台湖团垦种地亩，准备升科

编户的数据，“垦荒民人共二十五村庄，内计

一千一百一十六户，实计大小男妇及雇工人等共

四千三百四十三名口。”[3]118 二是同治五年（1866

年）正月曾国藩《复李瀚章》提到，“前次敝函

所言资遣团民一事，湖团共有八团六千九百馀户，

人众数万”[5]5575 三是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藩《复阎

敬铭》提到王、刁二团，“两团人数无多，合老

少男妇不过三千”[5]5530 王、刁二团包括在以上八

团之内。新团已被剿逐，人数无从查考，只计当

时所在的十个湖团，根据鱼台湖团户均四人推断，

总户数在八千零一十六户以上，在册人口应在

三万二千左右。这与一些资料模糊表述湖团几

万人的说法稍有差距，但在湖团耕种而不在官

府注册的流民大有人在，所以几万之说也不虚

妄。湖团应当是一个以青壮年为主体的群体，

武装起来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也是从朝廷

到地方官府始终忌惮湖团与各类反叛组织勾结

的原因。

三、自我组织——结伴联族，公推首领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乡村百姓安土重迁，但

在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灾荒年景，他们也不得不

拖家带口远走他乡寻求生路。自救，是传统社会

百姓应对灾荒的主要方式。咸丰五年（1855 年）

黄河决口造成的灾荒就驱使鲁西南百姓走上了逃

荒之路。微山湖西岸的鱼台、沛县、铜山地区毗

邻曹州府所属的郓城、巨野等县，相距二三百里，

同属一个大的文化圈，但毕竟是背乡离井，灾民

仍然心怀不安，翻来覆去地谋划自己的未来。在

迈出乡关之前，灾民们相互联络，自结群体，推

举出了当家人。最先率领大规模灾民踏上垦荒之

路的是巨野城东获麟集人唐守忠，他曾任衍圣公

府平阳屯屯官，勇于任事，咸丰四年（1854 年）

初倡办团练，被公推为团总，因功被山东巡抚崇

恩褒奖六品顶戴。沛县《唐氏族谱》记载，河决

兰仪后“原籍尽为泽国，练丁无以为活。……官

已出示招垦，因率数万难民来沛垦荒。”灾民的

逃荒自救得到了巨野县官府的支持，后世资料显

示，当时唐守忠、王孚“携带知县公文，前往垦

荒。”[6]111 据此推知，唐守忠可能以他的民团为

班底，率众前往。睢团的情况也如此。现存于郓

城县林集村的《睢希昭墓碑》记载，睢团首领睢

希昭年轻时“受得枪法，武艺超群”，咸丰初年

在家乡组织团练，协助官府镇压土匪，“得议叙

尽先守备，赏戴蓝翎”。黄灾发生后，“桑梓难

居，即约联失业之民垦荒南省，耕农桑，输租济

饷，……”现存于沛县杨屯蒋海村民的《蒋步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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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记述，蒋步岚为巨野研究岐黄的名医，“咸

丰五年，黄河决于兰仪下游，……闻微山、昭阳

两湖涸出荒滩数千顷，河督长庚出示招垦，郓、

钜、嘉祥之难民麕数万，推我祖领带第三起陆续

来此垦荒。”位于鱼台县的任团也是来自郓城、

巨野的灾民，现存于老砦镇的任团团总任鞠亭

《德泽碑》记载，任鞠亭为郓城屯民，以儒为业，

“无心于问舍求田。奈时值兵燹不能安居诵读，

适逢官家之招佃，团众殷勤劝驾至再至三，先

生义不容辞，遂来兹湖陵以作领袖。”由此推

知，当年郓城、巨野、嘉祥的灾民是推举首领

组团前往微山湖西岸领垦湖荒，并有组织有计

划地分批次出发。在移民之中不乏家族式的移

民，巨野城北冯庄村的冯氏家族本是富裕之家，

因羡慕湖田土地肥沃丰富，变卖家产举家前往

沛县领垦湖荒。

微山湖西岸移民村形成的史实补证了以上记

载。湖团地区的移民村除当时铜山县境内的四个

湖团以“段”命名外，沛县、鱼台境内的村庄绝

大多数沿用了故乡的村名。这说明当年来微山湖

西岸领垦湖荒时，为彼此照应，有所依靠，灾民

多是与本族或邻村同乡约联而来；到移民地后，

投亲靠友，比邻而居，共同领垦，形成村落。

在离乡前，移民公推或自然形成了群体首领，

为以后在移民地建立村落、组织团练、实施自

治奠定了人际、组织基础。例如唐团的彭官屯

是嘉祥县人姜金梁带领本村姜、谭、肖等姓子

弟随唐守忠垦荒所建，取老家村名。建村之初，

人口约 180 人，土地 2400 亩，分二十八大份、

三十二小份 [7]175。

湖团移民虽然是自发形成的灾民自救群体，

但有核心成员起着领导作用，是群体的领导者，

他们原来多数是在地方上有影响的绅衿人物，品

行威望足以孚众，足以领导大家应对动荡的社会

环境。

四、自我武装——创立湖团，抗击侵扰

曹、济灾民到微山湖西岸后，初期既面临

着官府的驱赶，也受到各种社会势力的排挤。

他们占尽先机，领垦了湖荒，“嗣因地利渐辟，

耕者愈多，而沛民渐次归来，以本境膏腴为他

人占获，遂生争竞。”[3]115 给移民制造麻烦的不

止沛民，鱼台、丰县民众及衍圣公府、湖匪、

民变组织等多方势力盯着湖团开垦的湖田，目

的无非企图驱逐移民夺取土地，或从移民身上

得到非分的利益。漕督吴棠分析湖团地区的土

客争斗的原因时认为，土著“不过欲将新旧各

团一概驱逐而夺其成熟之田。”[2]944 土地是农耕

社会农民赖以生存的主体财富。土客之争是各

时期移民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延续几代人，

症结就是争夺土地资源。民国《合川县志》记载，

清初“湖广填四川”，“往时新归流户即便力役，

垦田既熟，土著讼而争之，以故集者复散。”[8]

咸丰《隆昌县志》也有同类记载，移民诉说“以

报垦斯土，已经栽插一年，忽被豪矜何某者霸占，

欲将我辈尽行驱逐，因此含冤不申。”[9] 在动乱

岁月中，移民维护所垦土地的权益需要付出很

大的牺牲，即使能够得到官府的保护，势单力

薄的移民也难免被各种势力所挤兑。如果得不

到官府有效保护，移民就不得不通过自卫来解

决问题。

当时官府倡导团练，曹、济移民借机立团，

把它作为抗击外来侵扰力量。咸丰七年（1857

年）三月山东举人孔宪钰京控唐守忠等“借团练

为名，霸种铜、沛、滕县、鱼台等处民田数万

顷。”[10] 据此推断，移民在此之前已经组建了团

练。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记载，鱼台湖团移

民是来自曹州的乡团，“先是濒湖诸村迭遭捻匪

蹂躏，后有屡被水灾，逃亡四方，所遗湖田悉数

荒芜。有曹境乡团数十百人前来耕种，因家焉，

赴县认租，别之曰湖团。”[11]8 唐团也可能是如此。

官方资料倾向于灾民领种湖田后组织了团练。曾

国藩认为“查湖团者山东曹属之客民，垦种苏齐

鲍田原：湖团移民的自救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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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之湖地，聚族日多，立而为团也。”[2]944 阎

敬铭认为“嗣因地亩愈涸愈多，巨、郓灾民愈聚

愈众，渐成村落。复因奉文团练，唐守忠等均为

团长。”[3]115 以上说法哪一种符合史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灾民在移民之初就开始借助团练自我组

织，自我武装，自我保护。这是曹、济灾民在微

山湖西岸能够站住脚跟的重要原因。

湖团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与外来强暴势力的

斗争。现存于沛县五段镇《五段于团沿起碑》

记述，于团的生存是与抗击土著骚扰、土匪劫掠、

兵燹联系在一起的，“自开垦已至今日，期间

困难多端，危险万状，不可枚举”。湖团初建“继

则南匪北窜，而湖团之害尤烈”；清末民初“慨

自土匪蔓延，威逼民变，而湖团适当其冲”；“至

宣统三年，革命事起，而土匪乘间窃发，啸聚

数千，吾团为贼所蹂躏、顷家殒命者何可胜道！”

湖团领袖“又挺身以团事为己任，集合民兵，

捍卫地方。”[12]161 这也是对整个湖团抗争自救

历史的概括。

当年抗争故事留在了湖团的历史记忆中。陈

仲元在做田野调查时，移民后代谈到当初湖民时

说：“来的时候，都是光膀子 ( 即上身不穿衣服 )，

一手拿刀，一手拿锹，经过四、五年才打下天下

的。”[13] 湖团后代毕世响把先辈的艰难历程概括

为“他们筚路蓝缕，既要垦荒，又要与当地人械斗，

经过一两代人的拼命才扎下根。”[14]57 据民国《沛

县志》记载，咸丰八年六月、八月、十年六月、

十一年三月、十一月捻军焚掠沛县；《唐氏族谱》

记载，同治二年秋捻军“破大屯寨，盘踞二十余

日”，同时白莲池教匪也侵入湖团；同治五年（1866

年）十月捻匪“窜沛入湖团”十多日，大肆焚掠，

攻破大屯圩，杀死唐守忠及其叔父和儿子。对于

外来侵掠，湖团奋力抗击，曾拿获樊三、丁豹、

陈周等匪首，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仅唐团就

有包括唐守忠父子及其族叔和团练队长欧阳章在

内的六十五名团民殉难。史实说明，如果移民没

有成功组织起自己武装，他们很可能被土著驱逐，

或屈从土匪、捻军等民变暴力集团的劫掠、裹挟

而走向毁灭的道路。

湖团战斗力很强。任团总《德泽碑》记载，

任团“部众欣从，揭东州魏胜之旗，敌人知畏”；

于团“湖团实行团兵制，紧急时团民皆兵，一声

令下，可聚数千人”[7]291；沛县《唐氏族谱》记载，

僧格林沁的谕令唐团“与赵、魏团练各军联络防

守，屡与贼战，多获胜利”，甚至与太平军、捻

军交手也不示弱。这与曹州人尚武逞强的文化有

关，主要得益于湖团“内中多有绅衿”。湖团领

袖知世、任事，治事能力较强，对移民进行了组

织和武装。在巨野县城失陷，知县、典吏等死难，

土匪蜂起的时期，唐守忠组织团练，维持县城大

局四十多天，直至新的知县到任；北王团团总王

孚为拔贡，选任青城教谕，在家乡参与过县志修

编、书院建设等多项公益事业，协助清军平定长

枪会，受到僧格林沁的赏识；于团团总于衍起为

廪生，长于协调各种关系，受聘主持于团团务；

任团团总任鞠亭“世业儒”，通达世事；新团团

总李凌霄为山东解元，后中进士，被选任县令；

张荣斋为贡生，协助唐守忠的处理团务。同时，

在湖团中还有一批知兵人物，睢希昭自幼习武，

组织团练，听官府调令随官兵剿匪，因功赏戴蓝

翎；唐振海曾为千总；张登岚谙习兵法，依照戚

继光兵法训练团丁；欧阳章为团练队长，才能出

众，素负勇略。他们之中既有对地方官府、乡村

的治理机制、办事规矩、人情道往了解透彻的人

物，也不乏深谙传统文化精髓的读书人。他们成

为湖团的领袖，发挥了自己民事管理、军事组织、

社会教化、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能力，主导了湖团

的发展。

五、自我管理——建章立制，村社自治

湖团移民属于自发移民，从湖田局领垦土地，

缴价输租，是湖田局的租客。从目前查阅到的资

料看，湖田局并不直接管理湖团的民政事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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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移民没有在当地编户入籍，仍是“东民”身份，

当地官府不把移民看作治下的百姓。这为湖团自

治提供了制度空间。曾国藩办结湖团案后，向朝

廷提出治理湖团的三条善后事宜，其中第二条是

“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拟请设同职一员，

俾客民有所依归；或令徐州同职移驻该处，听断

词讼、稽查保甲，筹办湖田一切事务，候二三年后，

安置既定，仍将湖团地亩分归铜沛两县，奏明按

地升科，输租执业，以归画一。”[2]945-946 这说明

地方官府没有对湖团实施基本的民政管理，只是

作为流民看待。

有群体就必然有管理。湖团内部实行自治，

建立了管理机构和制度，形成了特有管理机制，

并且长期处于自治状态。据华玉山先生考证，

民国十七年，五段地方建立沛县第六区，“湖

团纳入地方行政管理，延续 70 年的湖团自治解

体。”[12]151 华先生为五段镇的巨野移民后代，

湖团故事代际相传，这一结论有极高的可信性、

合理性。江苏境湖团土地升科分别是光绪三十

年（1904 年）和民国十三年（1924 年），编户

与土地升科应该同步，第一次土地升科时湖团

团民就应该在当地入籍，结束自治。从湖团的

特殊性分析，第一次土地升科后，地方政府并

没有对湖团进行实质管理，依循着中国传统社

会“官—绅—民”的治理结构而形成的乡村绅

治传统，延续了湖团多年形成的自治体制。鱼

台境内的任团、魏团结束自治较早，同治三年

（1864 年）十二月完成了“丈地编籍”工作，“该

地团民业经缴械编户，遵行保甲，此后自安生

业。”[3]119

湖团自治体制是与团练结合在一起的，可以

说自治管理借了团练的“壳”。办理团练是相邻

的几个乃至十几个村庄组成一个团，推举团董；

相邻的几个团联合组成为总团，推举出团总。团、

总团已经成为正式组织，建立管理机构，建章立

制，管理内部事务。团练是官府倡导、备案的乡

民自治组织，以团练为形式的湖团村社自治也就

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地位。

分析湖团遗留的资料会发现，各团内部管

理自成体系，有共性的东西，即各团都有自己的

管理机构、领袖，并形成了本团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各团又有本团特色管理制度和方式。

唐团的中心是大屯。移民之初“唐守中自为团

主，并有谋士团头各名目。”[15] 经济生产“仿

屯田法，以教谕王孚、千总唐振海等分领之，名

曰湖团，亘二百馀里，濬沟筑圩，编保甲，严守

望。”[16] 疃分五段，段立一段长督率。唐团初立

时有二十五个村庄，后来发展到四十多个村庄。

初来时团民居住分散，后来唐守忠重新规划居住

地及垦荒范围，采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各个村落的

地址。大屯是集中了临近几个小村落建立的。唐

团总部设在大屯圩，段之下有若干村庄，分段垦

种，形成五个大圩寨，每个圩寨设团董管理。团

董为中层管理者，以下为自然村落，设有村长。

龙固圩是北王团的中心，街道、房舍规划整

齐有序。原来散居沿湖的十二个小村迁入圩内，

并打十二眼水井供居民使用。圩内建公事房，人

称“公局子”，三进院落，是团总团务管理的办

公场所，设议事大厅、团兵住所。

于团是铜山县境内的湖团，与睢团、南赵团、

南王团组成湖团联合体。于团内部建立了层级分

明的管理体系，十户设什户长，百户设百户长，

百户以上人家方可建立村庄，因移民初期分段占

垦湖荒，村庄称“段”。多个村庄联合团练，各

团设团董，四团联盟为总团，设一团总。于团是

总团，于团团总不仅对本团负责，也负责管理其

他三个湖团。各村庄按照地亩向总团缴纳管理费，

出工役、团兵。作战牺牲的团民家属由团实施抚

恤，“一人牺牲其家属十户养之，牺牲人多百户

养之，百户不足，团内养之。”[7]303 在村庄发展

过程中，各村也建立了自己的管理制度，例如前

四段村又称“三十五股”，原因是垦荒移民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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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十五户人家，每户占地一股（100 亩），因

不符合立村条件，又不愿分散，团总破例准其建

村，因此有此别称。团总于衍起是巨野廪生，被

聘请来作团总。下属各团共同建立了五段圩，内

设总团及下属各团的办公机构，三进院落，设议

事厅、团兵住所、伙房、马厩等，人称为“兵局子”；

同时，在圩寨南北两门内分别建南公所、北公所，

是团民议事的场所。

侯团垦种的湖田东西狭长，南北宽约一千三

百步，每百步为一股，共分十三股。

管理体系的建立，为湖团自治奠定了基础，

湖团也因此产生了较强的动员组织能力，构筑了

湖团自卫、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

咸丰、同治年间，黄淮平原上圩寨林立，成

为防御兵匪盗寇的特有措施。据民国《沛县志》

记载，自咸丰九年（1859 年）至同治四（1865 年）

年沛县建有四十四个圩寨③，此时正值捻军在此

地最活跃的时期。湖团领袖也深知此中要领，“湖

团下辖村寨，为了防御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与侵

害，大多建有寨圩，其作用仍然在于防范。”[12]12

于团的五段圩建成于咸丰七年，时间较早，其他

湖团筑圩时间基本于沛境的筑圩时间一直，其中

沛境的唐团、北王团、北赵团共筑圩八个④。圩

寨提高了湖团的防卫能力，也说明经过将近十年

的发展，湖团的经济实力已经足以支撑规模较大

的工程建设。各团都有自己的中心圩寨，中心圩

寨之外有建立小的圩寨。著名的中心圩寨有北王

团的龙固圩、唐团的大屯圩、于团的五段圩，这

些圩寨的建筑设计融入了军事防御思想、城镇建

设理念，成为湖团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和商业中心。

同时，湖团利用集体的力量捐建学校、庙宇、

桥梁等公益设施。唐团在移民之初就在大屯设立

几处私塾，教育子弟；同治十一年各团在大屯圩

捐建了湖陵书院，延请贡生于承学主持。大屯镇

的安庄初来时，生活极其艰难，仍然建了一个学

校，打一口井，买一盘碾，供老师生活，光绪年

间安庄考取两名秀才。这是湖团教育的一个侧影。

发展商业贸易，逐渐形成了扈官屯（后称户屯）、

大屯圩、杨官屯、龙固集、五段集等在微山湖周

围著名的大集市，经营湖产、农副产品、家禽牲

畜、南北杂货，其中户屯的骡马交流大会吸引着

微山湖东西两岸的客商，大豆等农产品交易沿运

河远走江南。集市为集主私家产业，集主负责管

理，收取管理费，向官府缴纳捐税。集市贸易不

仅促进了湖团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与周围

地区的文化交流，地方戏曲、特色饮食逐渐发展

起来⑤。

六、尽民本分——听调助剿，贡献地方

湖团与地方官府的关系极其微妙。清代湖

滩荒地属于官田，湖田局“经前河臣庚长批准

……，招垦缴价，输租充饷”[2]944，设在徐州城

内，应属南河总督衙门；湖团移民是湖田局的租

户，在湖田局留有底册，向湖田局缴价输租，它

们之间是经济契约关系。地方官府与湖团没有民

政关系，也就没有民政管理的责任，因此对于

土客冲突，县府往往站在土著一方，袒护土著，

排斥甚至于仇视湖团，处理湖团事务的手段主

要是对团民驱赶、剿杀。曾国藩接手湖团案初

期对湖团的认识也是如此，“湖田之事，譬犹

门内之子弟，遭外来之强暴，全赖尊长力为保

护。”[17]1536 这种地域、身份的偏见使湖团的生

存、发展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据沛县《五段乡志》

记载，清同治年间，五段乡东北角空地上每年

都有刑杀湖团民之案，有一次一天杀了百多人

团民。这既说明团民犯罪率高，也说明他们生

存的社会环境恶劣，得不到官府的正当保护。

土著为抢夺湖团的土地、庄稼，不时攻打湖团，

名为“打团”，在当时似乎是一种正当性的行为。

湖团把土著的威胁看得比土匪抢劫大。在这种

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湖团对不同官府采取了不

同的互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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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地方官府良性互动较少。从现在查阅

到的资料看，铜山、沛县官府与湖团几乎没有良

性互动。民国《沛县志》记载的事涉湖团的知县

丁炅、许邦行、樊爕等处理土客冲突时，基本采

取镇压团民的处理办法。而徐州道王梦龄因准许

灾民立足垦荒，被湖团看作恩人。“前任徐州道

王梦龄以其形可疑饬县押逐回籍，继而来者日多，

复经沛县禀请，以东民实系被灾困穷，拟查明所

占沛地押令退还，其湖边无主荒地暂令耕种纳

租。”[2]944 此事记载于《五段于团沿起碑》，“及

咸丰五年，徐州道宪王观察梦龄招募东民开垦湖

荒”[8]161。民国后，五段镇立碑铭记对湖团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人物，其中就有王梦龄。《湖团纪事》

作者华玉山先生在一九七九年曾在于团团总后人

家中见到过王梦龄与于团来往信件，说明他与于

团总私谊良好。

与山东地方官府及钦命大员良性互动较多。

湖团移民的官方身份仍是山东百姓，湖团领袖与

山东官府及清廷的钦命剿匪大员之间的良性互动

较多。唐守忠、睢希昭、王孚、任鞠亭、于衍起

等湖团领袖作为绅衿传统的忠孝节义观坚定，对

清朝怀有忠心，是官府依靠的乡村统治力量，有

着与官府良性互动的思想和感情基础。到微山湖

西岸领垦湖荒后，他们自觉与官府、官兵合作，

听从调遣，率团助剿，捐纳钱粮。任团团总任鞠

亭《德政碑》记载，“先生领团时，与鱼台令陈

相识，蒙派管带湖勇五百名护守县城，以军功例

保奖县丞职衔”；在同治三年与县尊赵、州委姚、

济宁直隶州周共事办理任团、魏团的土地升科；

光绪元年，“蒙抚院丁奖加五品衔，以知县用”；

光绪十三年与县公曾共事，丈量湖田，编户团众，

“自此以后，人皆土著，户尽堵安。”《唐氏族

谱》所附《中宪大人唐公传》记载，对于捻军等

叛乱组织的焚掠，唐守忠率领团民固守湖团，并

听从官府命令，“奉饬拿获樊三、丁豹等著名匪

犯二十余人，分呈解县，讯明正法”；“九年五月，

率疃勇四千，随督办徐宿军务”，随清军助剿黑

山砦幅军；“咸丰十年十二月，奉济东泰武临道

宪黄饬委到鱼设防”；僧格林沁驻守济宁州后，

传檄唐守忠到营，命令他与赵团、魏团各军联络

防守。这说明唐守忠及湖团在清军剿捻大员中有

一定声望。僧格林沁利用黄河旧堤堵截捻军北扰，

自河南考城到鱼台南阳湖浚壕筑垒，“以近堤州

县民团分段认守”[18]8，唐团自备资斧修筑十五里，

防堵三个多月，受到僧格林沁的赏赐；同治元年

助剿汴塘寨幅军刘平部，当时在汴塘周围聚集各

路幅军多达十万之众，清军调集民团助剿，剿杀

幅军一万多人，运河因积尸断流⑥。此战后，唐

守忠被保“赏加五品顶戴”，不久“又奉饬剿匪，

蒙山东巡抚崇奖励出力勇丁军功顶戴牌札”；同

治元年受兖、沂、曹、济道宪卢朝安的派委，唐

守忠对鱼台湖田清丈升科，受到僧格林沁的肯定，

“该团总唐守忠果能清理疃地，不使匪类混迹，

并能选丁随剿，办理洵属认真，尤为深明大义，

志切同仇。即著该疃齐器械，候应需之时再行札

调。”睢希昭也带团参加了黑山砦、汴塘砦的战

役，《睢希昭墓碑》记载“赏奉经络田（注：清

军官田在田），勦辦黑山、汴塘，多服勤劬。”

从这两处记载分析，当时参加此次战役的应该不

止这两个湖团，其他团不可能置身事外。唐守忠

不仅带团随官军助剿出力，而且捐献钱粮、土地。

同治元年向曾格林沁捐饷两千五百缗，向鱼台书

院捐纳湖田三十顷；同冶二年四月报捐陈国瑞部

军衣三千套。

湖团领袖的助剿捐纳行为，树立了自己效忠

朝廷的形象，赢得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曾国藩

及漕督吴棠、山东巡抚崇恩、阎敬铭等清廷大员

的信任。在历次危机关头，他们都能客观公正地

向朝廷奏报湖团及其领袖的情况，进言化解湖团

危机。咸丰六年“沛县士民刘沛学等呈控唐守忠

霸占民田，山东巡抚崇恩查据，唐守忠系灾民垦

荒，并无滋事，仍咨江南查办。又有山东举人孔

鲍田原：湖团移民的自救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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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钰京控唐守忠霸种焚掠，奉旨查拿惩办，亦经

前抚臣崇恩查明唐守忠并无为匪。”[3]115-116 新团

焚掠刘庄寨后，沛县士民京控唐守忠为背后主使，

山东巡抚阎敬铭复奏“至唐守忠系首先率垦之人，

取怨最深，故皆指名为唐守忠主使，其后各立为

团，唐守忠亦不能均加钤束。”[3]117 同时在此次

京控中，沛民认为地方官府、漕督衙门被湖团蒙

蔽，有包庇湖团之嫌。朝廷责令“吴棠不准因案

有牵涉该漕督之处，稍存回护。”但他不避嫌疑

据实复奏，“湖田各自为团，不尽归唐守中钤制，

所控主使焚掠等情，毫无实据；湖田总局系官设

办公之所，并非唐守中所设；唐守中之子唐锡龄、

捐纳县丞，验看到省，系属照章办理。”[19] 强调“其

旧垦湖荒之东民，均肯出丁，随同官军剿除新团，

并无勾串情事”[3]117，把唐守忠及其他湖团与新

团切割开来。山东巡抚阎敬铭复奏，曹济灾民是

“经江省出示招垦，……虽未升科，亦常按地纳租，

历办有案。”[3]115 办理团练也经官府批准，并随

官助剿，“复因奉文团练，……南捻窜扰之时，

该团等亦时为官兵助剿，声势稍大。”[3]115 让清

廷了解了湖团的真实情况。同治四年曾国藩接手

湖团案之初，偏听铜、丰、沛、鱼等县绅民的控词，

认定湖团为“匪”，对前期漕督吴棠处理湖团案

的结果深为不满。九月几万捻军焚掠湖团，“除王、

刁二团外，其余六团或凭圩御贼，或圩破被害，

遭贼焚掠杀掳”[2]945，特别是唐守忠父子及族叔

三人悲壮殉难后，曾国藩对湖团的认识发生根本

转变，全面调查湖团案的情况，并向朝廷为唐氏

父子请赏、旌表。在湖团的去留问题上，他听取

了王孚“回籍失业，恳准安业”的禀请，认为“自

付实在情形，本部堂亦不强所难”[17]1437，对湖团

的艰难处境表示理解和体谅，最终资遣了涉嫌勾

捻容捻王、刁二团，为其他湖团争取了朝廷“其

余安分各良团，均不得概行驱逐；所垦地亩，均

准其永为世业”[20] 的旨意，从根本上确立了湖团

及其垦种土地的合法地位。因此，民国后五段镇

立碑铭记对湖团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中，曾

国藩被排在第一位。

咸丰、同治年间是一个天下解纽的时代，动

乱导致了社会的碎片化，底层百姓结成不同的利

益群体，为赢得基本的生存权利进行着殊死斗争。

社会分化加剧了社会动荡，社会经济随之滑向崩

溃。作为社会的一块碎片，湖团为争夺生存资源，

与周围各个碎片式的利益群体冲突、对抗。在政

府失灵的情况下，暴力的作用凸显出来，以暴易

暴成为游戏规则，官府与民变组织、各群体之间

无不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湖团这种草根

组织也是如此，它以团练的形式自我武装，以暴

抗暴。对底层百姓来说，自卫是暴力抗争的界限，

如果突破这一界限以暴力获得生存资源，这个群

体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匪盗贼寇”了，

可能埋下被毁灭的隐患。捻军、幅军、长枪会等

民变组织放弃经济生产，通过所谓的“打捎”“打

粮”获得生存资源，把武装暴力掠夺作为自救的

手段，虽然有“杀富济贫”的口号，但其弱肉强

食的行为，极端暴力的手段，却无法掩盖其对普

通百姓实施暴力的非正义性，也给社会造成了极

大的破坏，最终招致了被官府剿灭的命运。它们

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反抗清政府腐败统治、

冲击封建统治秩序的革命性，但集团暴力极端泛

化，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湖团中的新团在与

刘庄寨的冲突中，破寨焚掠，杀死三十二人，就

是越过了武装自卫的底线，被称为“奤匪”，被

官兵剿杀一千多人，圩寨被平毁，湖田被收缴。

南王团、刁团虽然存在勾捻容捻的嫌疑，毕竟没

有跨越武装自卫的底线从贼暴力劫掠，最终被曾

国藩以“莠民”资遣回籍，丧失了垦种多年的土地。

纵观湖团历史，考究其通过垦荒自救能够生存下

来的原因，在动荡社会环境中守住暴力自卫底线

至关重要。作为一个自救的经济团体，湖团的暴

力自卫服务于团体财产保护和经济生产，这决定

了它的武装暴力没有突破自卫底线的必要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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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合法性、正当性。湖团虽

是合法的武装组织，但民间强大的武装组织容易

遭到官府疑忌。湖团始终恪守自卫底线，听调助

剿，捐纳钱粮、土地，以良民的形象与官府互动。

这对于湖团来说是民之本分，或者也是一种生存

的策略考量。如果湖团不能恰当地回应官府的号

召，取信于官府，它既不能有效应对外来的侵扰，

也难以保证不被官府驱逐或剿灭，使自救成为泡

影。当时不乏湖团与匪盗、捻军勾连的传言，在

风声鹤唳的动荡环境中，杯弓蛇影的误会就可能

被官府以“通匪”“叛匪”等罪名剿灭。同时期，

作为学术团体的肥城黄崖山寨祸起传言，张积中

应对失当，被官府认定谋反而被剿灭，居寨避乱

者被杀几千人之多。后世对此案多有究诘，至今

张积中是否谋反也无定论⑦。对于湖团这种以武

装对抗外来侵扰的移民组织，取得官府的信任确

实事关生死。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接手湖团

案之初就起剿洗湖团之心，所幸九月间捻军焚掠

湖团，团民奋起抵抗，唐守忠父子及族叔壮烈殉

难，才使曾国藩改变了对湖团的认识，转为把湖

团全部资遣回籍。由于山东巡抚阎敬铭不愿接收

湖团这个烫手山芋，极力推诿，掣肘严重，加之

以王孚为代表的湖团领袖的执意禀请留住，曾国

藩才放弃了全数遣送团民回籍的计划，准许唐团

等六个良团继续留住。

基于以上史实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湖团处

在官府与民变集团、土著的夹缝中，生存环境险

恶。湖团领袖一边尽民本分，树立忠于清廷的形

象；一边武装对抗土著及叛乱群体的侵扰，保境

自治，从而赢得了有利于自救的生存环境。

注：

① 参见《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清末沛县

新团案考论——兼及对处理群体事件的思考》。

② 湖团垦种湖田亩数文献记载多不一致，此处数据分别

载于民国《沛县志》卷十六、民国《铜山县志》卷

十五及《近代史资料》（总 121 号）阎敬铭《鱼台县

境湖团丈地编籍情形折》中，总领垦亩数为以上三处

来源的合计。

③ 民国《沛县志》卷五建置志第十五至二十三页“圩砦”

记载详细。

④ 民国《沛县志》卷十六湖团志第九至十页。

⑤ 关于湖团集市的情况，华玉山先生在《湖团纪事》中

以五段集为例作了详细的叙述。

⑥ 参见陈玉中、李响等《峄县志点注》（二）“大事记下”，

其中详述了清军围剿汴塘圩刘平幅军的战役。

⑦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辑《山东近代史资料》（第 1

分册）中《阎敬铭围剿黄崖山奏折》，对黄崖山教案

的经过叙述较详，但对张积中谋反叛乱的证据只限于

“在庄中起出号衣四十余件，写有太平天国字样”。

此“庄”是黄崖山寨附近的村庄，而非黄崖山寨。当

时朝野已生疑窦，至今研究者也没有找出张积中谋反

的确凿证据，遂成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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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f-salvation and Resistance of Lake Group Migrants
—— Centering on the Self-salvation of the Victims in the Turbulent Society

Bao Tianyuan
(Trade Union,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2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Xiant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victims in Caozhou and Jining organized self-rescue, migrated 
to the west coast of Nansi Lake to develop the reclamation lake, and organized armed groups to practice self-defense. In the 
environment of social unrest, Hutuan’s survival is seriously threatened by the suspic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native 
people’s jealousy and various violent groups in the uprising. They elected the gentry as their leaders,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the 
regiment training to arm themselves and arme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threats from all sid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did their duty 
by interac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in a benign way, obeying orders, assisting the suppression, and donating money and grain, 
so as to establish a good image of the people of the Qing Court at last, and this averted several expulsions. They exercised self-
government internally, established a management system, developed the economy and strengthened their own strength. Finally, in 
the fifth years of Tongzhi, the Qing government granted the land to be cultivated as an undertaking forever. 

Key words: Lake Regiment; Migrants; Self-help;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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